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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外向型制造业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机制
——以广州市狮岭镇皮具产业为例

薛德升 1，林 韬 2，黄耿志 1

（1.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275；2. 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系，香港 999077）

摘要：作为世界城市化发展中的普遍现象，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一直是研究重点。以广州

狮岭皮具产业为例，以非正规工厂和临时工为对象，研究了外向型制造业中非正规部门的形

成发展机制。研究认为：正规企业为满足产品生产和降低成本的需求而采取的生产分包模式

是非正规部门形成的根本因素；正规企业劳动保障的缺失与工人对自由轻松的工作方式的追

求促使工人转入非正规工厂和临时工市场，推动了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当地宽松的管制环境

为非正规部门的存在提供了可能。全球金融危机在短期内对非正规部门的发展起到了催化作

用。研究支持了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是相互联系的关系，是产业

经济发展中有利的组成要素。非正规部门不是劳动者进入正规部门的“跳板”，而是他们逃避

正规经济过度剥削的“避难所”。最后讨论了有关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劳动者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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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非正规部门的概念自 1972年由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以来得到长期和广泛的学术关注，

形成了丰富但具有争议的研究成果[1,2]。其中，关于非正规部门形成原因的争论出现了不同

理论派别[3]。二元论认为，非正规部门是分离于正规部门之外的传统、落后和贫困经济，

主要由以下经济和人口因素产生[4-7]：①工业化不足导致的就业机会缺乏；②人口自然增
长和农村劳动力流入造成的城市劳动力过度供给，由此导致剩余劳动力因找不到正规工作

而被迫选择非正规就业。在二元论看来，非正规部门虽缓解了失业问题，但作为劳动者进

入正规部门的“跳板”，是发展的阶段性现象，将伴随工业化的充分发展而消失[8]。

近30年来，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非正规部门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得到

快速增长[9]。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以Portes、Castells和Sassen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

理论，它批判了二元主义观点，认为非正规经济与正规经济存在相互作用的结构联系，主

张使用非正规经济一词，而不是暗含二元性的“部门”概念。该理论认为，非正规经济是

新时期资本主义灵活积累机制的结构性产物[10,11]。例如，正规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和市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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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将生产任务分包给非正规部门便是这一机制的表现。非正规经济被理解为生产关系的一

种特殊形式，体现了劳工状况、工作条件、企业管理形式和工作性质。新自由主义转向是

这个积累机制得以顺利运作的政治经济基础，特别是政府管制的放松使工会力量遭到削

弱，为资本灵活利用劳工扫除了制度障碍[12,13]。由此产生的另一结果是，工作本身变得更

加不稳定和剥削化，而工人为了反对苛刻的工作条件，开始转入非正规的自雇佣就业[14-

16]。因此，非正规经济的繁荣内生于经济重构的过程，而不只是就业机会短缺的问题。非

正规经济与现代正规经济并存，而不是伴随工业化的发展而消失。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

发展，在全球生产网络把不同企业整合入产品生产体系的过程中，非正规经济也以各种形

态（如血汗工厂、小作坊、临时工）卷进各个生产环节中，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灵活积累机

制的一部分[17-19]。

与经济全球化相平行的另一过程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行，如贸易自由

化和市场化措施的实行，其构成了非正规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发展的制度背景[20,21]。伴

随经济的市场化和开放化，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大量非正规经济现象。据估

计，2004年非正规经济总产值占GDP比重达到 1/3，非正规就业占城镇就业比重达到

58.7%[22]。国内相关研究认为，非正规就业主要是过度供给的城市劳动力和有限的就业机

会造成的结果，前者主要由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和国企改革造成，后者因为技术进步和

产业结构的资本密集化导致的就业弹性下降[23-26]。这与二元论的看法类似。一些研究注意

到户籍制度导致的就业歧视与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关系[27]，二元土地制度与城中村非正规

经济的关系[28,29]，非正规就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30]以及农民工求职过程的非正规渠道
[31]。总体上，这些研究对新马克思主义注意到的经济非正规化因素缺乏关注，因而对非正

规部门的存在意义的认识有限。本文以广州狮岭皮具产业为例，对制造业中非正规部门的

形成发展机制进行研究，在理论上回应二元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加深对非正规

部门有关政策的认识。

2 案例、概念与研究方法
狮岭镇位于广州花都区北部（图1），距广州市中心34 km，面积为160 km2，有“中

国皮具之都”之称。狮岭皮具产业园区面积为20 km2，是全国最大的皮具产销与原辅料集

散中心。2010年，正规皮具生产企业达7200多家，从业人员达30万人，皮具产量达6亿

多个，产值超过180亿元，其中有70%出口至海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此有“世界皮

具看中国，中国皮具看狮岭”之说。狮岭皮具产业集群是一个集原辅料供应、生产、加工

与销售于一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体系，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中典型的外贸型产业。

学界对非正规部门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32,33]。这里采用受到较多认可的概念，即非正

规经济是指在类似经济活动受到规制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下，那些未受规制的收入创造活动
[10]。相应地，正规经济是指处于政府管制框架以内的经济活动。值得指出的是，非正规经

济与非法经济存在的本质差别，即非正规经济的生产和运输过程是非法的，但最终产品是

合法的，而非法经济的产品是非法的（表 1）。从外延看，非正规经济涵盖了非正规部门

（如非正规工厂）与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经济活动（如正规企业雇佣临时工进行生产）。但

这个定义仍然存在难以确定正规与非正规之间边界的问题，因为政府对经济的规制内容繁

杂，且与发展阶段和国家背景紧密相关。例如，把未全部履行劳动法、但在其他方面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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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企业归为非正规部门

可能不适合中国与其他发

展中国家国情。本文所指

非正规部门或经济从是否

注册和签订合同与否两方

面界定，在本案例中包括

生产和劳动两方面：①非
正规工厂，指未进行工商

注册的生产加工企业；②
非正规劳动者，指未与企

业签订合同，按日从事生

产活动取得收入的临时

工。正规部门则指经工商

注册的企业，包括产值

2000万以上、员工数量超

过百人的大中型生产企业和员工数量只有几

十人或十几人的小型生产企业。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调查

的质性研究方法。对非正规工厂厂主的访谈

使用最大差异化的目的性抽样方法，访谈样

本覆盖了18种不同类型的加工部门，样本数

量为30个。由于非正规劳动者流动性大、不

稳定，调查采用了机遇式抽样方法，共访谈

了38个临时工。此外，访谈了6位正规生产企业的管理人员和1位狮岭投资服务办公室主

管人员。为深入了解非正规部门的生产加工与临时工市场的运作特征，作者在一些工厂亲

自参与生产活动，并以临时工的身份亲身经历企业招聘的过程。

3 非正规部门在全球皮具生产体系中的位置
狮岭镇是一个通过产业集群、专业市场和会展经济的发展而走向全球的地区[34]。从作

用主体看，狮岭产业全球化体现在国际品牌企业、国际贸易公司和本土自主品牌企业与全

球皮具市场之间的经济联系活动（图 2）。国际品牌企业和国际贸易公司主要从事研发与
销售，不直接生产产品，选择将生产订单分包给大中型生产加工企业，从而使本地生产活

动与全球市场建立了联系。本地品牌企业通过在拉丁美洲、中东、非洲等海外市场设立销

售点或经销商的方式进入全球市场。一些较大规模的本地品牌企业自身承担全部或大部分

的生产任务，而另一些则与国际品牌企业类似，专注于产品研发设计、管理和销售，将生

产任务外包给大中型生产企业。这些生产企业将部分订单分包给小型生产企业和非正规工

厂；接包的小型企业又继续将一些工序分包给非正规工厂，从而出现了非正规部门与正规

部门之间的层级分包关系。正是通过这样的分包关系，非正规部门参与了全球皮具产品生

产的分工。

表1 正规、非正规和非法经济的区别
Tab. 1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ormal,

informal and illegal economies

生产和运输过程

+
-

+或-

最终产品

+
+
-

经济类型

正规

非正规

非法

注：+代表合法，-代表非法；引自文献[10]，作者译。

图1 狮岭皮具产业集群的地理位置
Fig.1 The location of Shiling leather industrial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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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方面，

全球皮具市场的

不稳定性常常使

生产企业面临劳

动力严重不足的

状况，为此他们

往往从非正规劳

动力市场中雇佣

临时工来满足生

产任务增大的需

求。这些临时工

也因此伴随全球

皮具市场的变化

而被周期性地卷

入全球生产分工和资本积累过程中。下面分别对非正规工厂和非正规劳动力的特征和形成

机制进一步展开分析。

4 非正规工厂的形成发展
4.1 非正规工厂的基本特征
狮岭镇非正规皮具加工厂数量大约有1500家，相当于正规生产企业数量的20.8%（表

2）。根据对296家非正规工厂的摸查和工厂厂主的访谈数据，发现非正规工厂具有以下特

征：①类型多而功能单一。有超过16种分别承担不同生产工序的加工厂，它们只承担众

多工序中的一项或两项，如电脑绣花、五金加工。②规模小。多数工厂仅20~30 m2，有

些加工部门（如手工编织）甚至没有店面，用住家或路边空地作为加工地点；员工数量以

3~4名为主，最多不超过 10名，最少为 1~2名。③家庭为主、亲缘乡缘为辅的组织模
式。63%的工厂由家庭成员共同经营，23%的工厂除了家庭成员外，还雇佣存在亲戚或同

乡关系的少数员工作为帮手。此外是一些松散的“自组织”合作经营模式。例如，一个由

50多人组成的手工编织团队，都是来自安徽同一小镇的妇女。这个团队没有固定的老板

和员工，谁接到编织订单谁就是暂时的老板，然后由团队成员共同完成编织任务。④低
成本。用以加工的机械设备成本低，一些加工部门（如编织、油边）甚至不需机械，技术

要求低，没有各种税费造成的制度成本。⑤计件收入。所获生产订单均按件或尺、码等
计价，并已形成了统一的计价标准。⑥生产活动不规律。皮具市场的周期性使非正规工
厂在旺季（10月至过年期间）赶货时常常需要通宵工作，而淡季无订单时（特别是 4~5

月）非常清闲。

4.2 非正规工厂形成发展的动力因素
4.2.1 非正规工厂内生于垂直分离和弹性的生产过程 皮具产品特殊的生产工序促使企业
必须采取垂直分离化的生产组织模式，以减少生产和运营成本。非正规工厂凭借专门化的

生产能力和低廉的价格在这个模式承担特定工序的生产任务，以此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

间。首先，在皮具产品生产中，不同工序的工作量差异使企业无法对某些工序进行“定工

图2 非正规部门在全球皮具生产分工体系的位置
Fig. 2 The role of informal sectors in global division of leather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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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岗”，而只能选择分包给非正规工厂来完成。以刀模加工为例，它是所有皮制品生产中

必需的前期工序，但一批订单（即一个款式）只需要一套刀模，并且只需几天时间就能制

作完成，如果企业雇佣刀模制作工人，那么在刀模工序完成后，这些工人将长时间处于闲

置状态，导致用工成本的提高。

其次，皮具制品款式多样且变化迅速，而不同类型的产品具有不同的生产工序，中小

型生产企业难以针对所有类型的产品来配备各种机械设备和部门。它们一般配备常用的生

产设备，当所接订单包含自身不能完成的加工工序时，便选择外包给专门的非正规工厂。

以电脑绣花为例，它不是皮制品的必需工序，只针对部分手袋制品生产时所需，故企业将

该工序分包给非正规绣花厂，避免因配置相应设备，导致在订单不需要该工序时出现资源

浪费。上述提到的手工编织团队也正是在企业需要编织工序而又不宜设置相应部门的条件

下，逐渐自发形成的非正规生产组织。由于颇具规模和专业能力，该团队在狮岭皮具生产

的手工编织工序领域具备了良好的信誉。

第三，市场不稳定性是外贸导向型皮具产业的另一重要特征，要求生产企业具备弹性

生产的能力，非正规工厂构成了这种生产模式的一部分。由于订单数量季节性变化大，中

小型企业为了降低风险，常常根据淡季的订单量来配置生产设备，到旺季时则将无法按时

完成的生产任务外包给非正规工厂。以五金加工、折边、直角、车线等工序为例，多数生

产企业都会配备相应的加工部门，但订单数量变化与款式差异使这些工序的工作量变化幅

度极大。当所接订单超出自身生产能力时，企业便将部分工序任务分包给专门的非正规工

厂。局部而言，这些非正规加工厂分担了正规企业的风险，受市场周期性影响而处于波动

的经营状况，但整体而言，它们为整个产业集群的灵活运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2.2 苛刻的工作状况迫使工人转入非正规工厂 在全球商品价值链中，许多正规皮具生
产企业处于较低端位置，压低工资成为它们维持成本竞争力的主要手段，结果助推了非正

规工厂的发展。虽然在正规企业工作的技术性工人获得相对较高的工资，但很大一部分非

技术性工人的工资仍然较低。而且工人每日常常需要工作高达12个小时，一个月休息仅

1~2天，即使在大型企业也只有4天。低收入和过度劳累的工作模式迫使一些工人选择离

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凭借积累的技术和经验开办非正规工厂，一部分则受雇于非正规工

厂。在受访的30家非正规工厂中，87%的厂主表示比进入正规工厂从事类似的生产活动获

得更高的收入，70%的厂主表示获得相对较多的自由时间。受雇于非正规工厂的工人也表

示实现了收入与自由兼得的生活方式，这对妇女而言尤其重要。她们中的一位说：“如果

我进入工厂工作，我的小孩就完全无人照顾。如果我完全不工作，只靠我老公一个人的工

资，又挺拮据。所以就来跟她们合伙开了这个小店，可以赚点补贴家用和照顾小孩老

公。”此外，一些非正规工人可以将生产任务带回家，自由安排时间完成，只要按时交货

表2 狮岭镇三类皮具生产加工企业的规模
Tab. 2 The profile of leather factories in Shiling leather industrial cluster

大中型生产企业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小型生产加工企业

非正规生产加工厂

数量
（家）

1500

210

5700

1500

比例
（%）

17

2.4

66

17

产值
（亿元）

80

50

50

-

比例
（%）

62

38

38

-

劳工数量
（万人）

10

5

7

0.6

比例
（%）

57

28

40

3

注：根据狮岭政府、狮岭皮革皮具产业研究中心提供的资料及与狮岭政府官员的访谈综合估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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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而这在正规工厂是不可能的。但与此同时，这些工人的经济地位和收入状况变得相

对低下和不稳定。

4.2.3 宽松的管制环境为非正规工厂存在提供了可能 在计划经济时期，任何处于国家管
制之外的经济活动都不可能，因而改革开放以后实行的市场化、开禁私营经济等政策是当

前非正规经济得以形成的基础。与西方发达国家由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导致的管

制放松不同，非正规经济在中国存在的宏观背景应理解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

程中存在的管制缺失。在微观层面，地方政府的默许态度则为非正规经济的继续存在和发

展提供了可能。虽然狮岭当局一直对无证照企业采取取缔的态度，但大量的非正规工厂仍

然繁荣发展，原因在于皮具产业是狮岭经济的主导和重点发展产业，当局对它们的存在往

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非正规工厂不仅没有造成社会和经济危害性，而

且也是产业体系中不可剥离的一部分。受访工厂主表示，他们没有办理相关证件，只需每

月缴纳卫生管理费。宽松的管制环境不仅为非正规经济的生存提供了土壤，也降低了它们

的制度成本，从而有利于整个产业集群成本竞争力的维持。

5 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发展
狮岭皮具产业的非正规劳动者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在正规生产企业中未与企业签合

同、缺乏社会保障但工作固定的工人，这在珠三角地区中较为普遍，现有研究有较多关

注；二是上述非正规工厂中的就业者；三是未与企业签合同、按日从事生产活动的临时

工，这是狮岭皮具产业中非常独特的非正规就业现象，也是本文所关注的非正规劳动力。

5.1 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征
大量的临时工自发集聚于狮岭产业集群北部、阳光南路口（图 3），形成了独特的非

正规劳动力市场。从规模看，2002年开始形成时仅有上百人左右。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

机爆发时急剧增长，最多时达到3000~4000人，形成规模庞大的“临时工集市”，映衬着

当时的经济景象。最近一两年基本维持在1000多人的规模，以男性劳动者居多，女性极

少。受皮具产品季节性的影响，临时工市场上半年人数相对较少，下半年或年尾的时候人

数较多。

从类型看，临时工分为长期、间歇性和短期三类（表 3）。长期临时工占多数，其中

有75%从事临时工已超过1年。间歇性临时工是工人在企业无生产任务时的一种兼职就业

方式。短期临时工是辞工后暂时未找到合适工作的劳动者。

从运作过程看，临时工一般在每天7点半开始集中，等待企业前来招工。企业招聘者

陆陆续续开车过来招人，一般是3~4座的小轿车，招工多的话是8~9座的面包车。临时工

在询问招工类型，并谈妥工资后，便坐上车到工厂开始为期一天的工作。据调查期间的观

察，每个小时约有200~300个临时工早上进入工厂、晚上离开工厂。上述招工的情景一直

持续到上午11点，当招工车越来越少时，没找到工作的工人才慢慢散去。

5.2 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形成发展的动力因素
短期临时工产生的原因较为简单，即目前尚未找到合适的工作，为了生计不得不以临

时工作为过渡，这与二元主义认为的非正规就业是由失业造成的观点一致。与此不同，比

例较大的长期性和间歇性临时工的产生有更复杂的原因。

5.2.1 临时工满足了企业应对不稳定的全球皮具市场的需求 全球皮具产品款式变化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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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量波动的特征导致企业所获订单数极其不稳定，从而无法确定用工规模。在这种情况

下，企业为了降低风险往往选择保持较低水平的固定用工数量，在订单量增加时，通过雇

佣临时工来满足生产任务增加的需求。这使当地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分割为固定工和临时工

两部分。企业对临时工的普遍需求成为长期临时工产生和增长的根本因素。在无生产任务

时，企业的固定工对弥补收入的需求则促成了间歇性临时工的产生。简言之，临时工市场

是皮具产业集群内部对劳动力的灵活需求产生的结果，它如同一个“蓄水池”，满足了企

业灵活用工和应对产品市场变化的要求。临时工市场的功能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表现

得更为清楚。当时许多企业大幅度地缩减用工规模来应对危机，但随着危机的复苏，订单

数量出现反弹，用工需求急剧增长，企业一时间难以通过一般渠道及时雇得劳动力，当时

临时工的存在为企业在短期内缓解用工短缺问题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5.2.2 劳动权益保障的缺失使工人倾向于从事临时工 临时工市场的另一促发因素来源于
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劳动者权益保障缺失的问题。在长期临时工中，有93%在企业当过固

定工，但因无法忍受工厂的过度剥削而主动成为临时工。当问及为何不进厂做固定工而做

临时工时，长期临时工常常提到“拖欠工资”、“辞工难”、“老板黑”等之前在工厂的遭

遇。一位曾经在工厂干了3年的临时工说：“一两个月不发工资是常事，有时甚至好几个

月不发工资。我最后在的那个厂两个多月没发工资，早上还见到老板，晚上突然老板就跑

了，我和我老婆两个人的工资有1万多就那样亏了。厂里的设备一点都不值钱，总共就值

几千块钱⋯⋯所以根本就不敢再进厂。”工人还常常因辞工而损失被扣做为押金的工资，

有时他们去争取要回这份工资，却遭到工厂保安的暴力阻止。对他们而言，进厂找一份固

图3 狮岭临时工市场的地理位置
Fig. 3 The location of informal labor market in Shiling leather industry

表3 狮岭皮具产业集群中临时工市场中的工人类型（N=38）
Tab. 3 The categories of workers in informal labor market of Shiling leather industrial cluster

类型

长期临时工

间歇性临时工

短期临时工

比例（%）
74
16
10

特 征

临时工是长期的就业选择

在厂里有工作，由于目前厂里没有生产任务，出来做临时工，弥补工资收入

临时工只是短期选择，现在正在寻找合适的工作，找到后就将不再作临时工

704



4期 薛德升 等：珠三角外向型制造业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机制

定工不难，难的是获得一份有权益保障的工作。相比之下，从事临时工却相对有保障。一

位临时工说：“打临时工不怕老板不给钱，而且就算不给，我也就损失一天的工资。而且

现在这里的临时工挺团结的，上次一个老板不给钱，第二天来招人时车就被大家抬翻了，

所以老板们都一般不敢不给”。在一定意义上，临时工市场的存在是工人应对企业剥削和

政府劳动保障监管不足的结果。

5.2.3 临时工满足了新生代农民工对自由生活的追求 新世纪以来，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
为城市农民工的主体。与老一代相比，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一代农民工具有不同的

受教育水平、社会认知、工作生活期望和行为方式，吃苦耐劳程度相对较低，更加注重生

活质量和改善生活现状[35]。因此，在面对缺失的劳动就业保障时，新生代农民工更易于

“用脚投票”来表达不满。在狮岭长期临时工中，近一半人提到追求轻松自由的生活是他

们离开工厂、从事临时工的主要原因。他们不满于当前在工厂当固定工的现状，“太累”、

“不自由”、“工作时间长”是最为常见的评价。如一位受访临时工说：“厂里管得太严了，

经常都要加班，很累，而且老板、组长还经常吼你。工资又低，每天只有60~70块，现在

做临时工至少都有 90~100块，一个月做 20天就比工厂里好。而且我不想做时就可以休

息，比厂里轻松自由多了。”然而，相比固定就业，临时工虽然有相对自由的时间，且在

“民工荒”时期甚至还能获得更好的收益，但其收入稳定性失去了保障，随时有可能陷入

失业和贫困的境地。

5.2.4 金融危机进一步推动了临时工的增长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狮岭临时工

市场的形成产生了“催化剂”的作用，表现在两方面：①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皮具市场萎
缩和欧美国家设立了技术性贸易壁垒，企业产品订单减少，出口难度加大。虽然一些大型

皮具企业通过大力开拓发展中国家和国内等新兴市场来应对危机，但大多数中小型企业却

不得不关闭工厂，导致大量农民工失去了工作而不得不转入临时工市场。而且当时老板突

然“跑路”的现象在狮岭特别严重，许多农民工因此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对工厂失去了

信任而不再愿意或不敢进厂工作。②金融危机期间，订单量比往常更加不规律，时有时
无，时多时少，企业为降低风险选择保持尽量小的用工规模，并雇佣临时工来灵活应对生

产任务的增减，从而增加了对临时工市场的需求。

6 结论与讨论
狮岭皮具产业集群中的非正规部门由皮具产业系统、工人对工作质量的诉求与当地管

制环境三类因素及与此相关的企业、工人和政府三种行为主体共同作用而形成（图 4）。

首先，皮具产业经济系统内在的产品工序多样化和市场不稳定性特征，要求生产企业采取

垂直分离和弹性的生产组织模式，这对非正规工厂和非正规劳动力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需

求，是非正规部门存在的根本因素，也是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发生联系的基础。其次，

企业劳动保障的缺失与工人对自由轻松的工作质量的追求推动劳动者离开正规工厂，转入

非正规的工厂或劳动力市场，从而推动了非正规部门的发展；第三，当地政府对非正规工

厂的默许及对企业用工形式的弱管制，为非正规部门的存在提供了环境基础。此外，全球

金融危机在短期内对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具有催化的作用。就其意义而言，一方面，非正规

部门是产业集群运作的有机组成要素，在全球产品生产系统中发挥了必要的分工作用。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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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它是现有劳动保障体制下工人抵抗不公平的劳工状况、追求自由轻松的工作方式

的策略。

本研究支持了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首先，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是相互联系，而不

是相互分离的关系，非正规部门的存在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下产品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其

次，非正规部门既不是劳动者因失业而被迫选择的生计策略，也不是他们进入正规部门的

“跳板”，而是他们追求相对较好的工作方式的主动选择，以及逃避正规经济过度剥削的

“避难所”。二元论倡导的以扩大现代（正规）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来减少非正规经济

的宏观政策，可能反而会导致非正规经济的增长，因为正规经济对非正规经济存在需求。

研究暗示，非正规部门不完全是落后、失业和贫困的象征。属于传统经济的非正规部门，

如街头搬运工、三轮车运输等，可能伴随现代化的发展而逐步缩小，但那些随现代经济发

展而产生的非正规部门将会长期存在。这意味着政府对所有非正规部门的政策选择不应

“一刀切”，而宜从非正规部门的性质出发。

就本研究涉及的非正规部门而言，有两个方面值得引起政策上的思考和重视。第一，

对于产业集群中的非正规工厂，既不能放任不管，也不宜管得过多，因为前者可能产生非

法经济，后者可能因为正规化而导致非正规部门优势丧失。适宜的政策选择是在管与不管

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通过一些扶持政策（如小额金融贷款）来促进非正规工厂的发展，

使其保持低成本和弹性特征，并提高专业化生产力，这将有利于维持整个产业集群的运作

和竞争力。第二，在认识到非正规经济之贡献的同时，需要关注非正规劳动者的脆弱性。

正规企业的非正规行为实际上是将部分风险和成本转移到非正规劳动者身上。分包与灵活

雇佣削弱甚至减免了企业对劳动者担负的责任。非正规劳动者固然能获得经济收入，但收

入仍然低下，并受全球经济环境波动而不稳定，且只能以个体来面对经济周期性造成的负

面影响。一旦爆发经济危机，他们将会迅速陷于毫无保障的失业与贫困状况。社会保障的

缺乏也将使他们在退出劳动力市场之后处于相对脆弱的处境。伴随全球经济模式向“后福

特制”的转变，这类非正规劳动者在我国将会越来越多。表面上看，这类劳动者的脆弱性

接近于二元论解释，但本质上它只是现阶段特定生产关系造成的结果。这需要政策制定者

思考如何应对处于新的资本和劳工关系下的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例如，是否需要考虑

图4 皮具产业集群中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机制
Fig.4 The formation and function of informal sectors in the leather industrial cluster

全球资本剥削

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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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不与企业挂钩、而直接针对劳动者本身的社会保障体系。总之，应当认识到中国

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面临的不完全是失业问题，还有以非正规方式获取收入的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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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sectors in the external-oriented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PRD, China:

A case study of leather industry in Shiling Town,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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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 The informal sector has been a prevailing phenomenon in the dynamic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ll over the world since 1972. There has been much debate on the

question about what drive the pers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sectors in cities.

Dualism argues that the informal sector is separated from the formal sector, and its emergence

is due to the unemployment and poverty. That is, the surplus labor forces enter the informal

sectors because they cannot find jobs in formal sectors. However, this viewpoint has been

questioned by neo-Marxism, according to which the informal sector is structurally linked with

the formal sector and its emergence is a product of the flexible capital accumulation regime

in the late capitalist era. That the laborers enter the informal or self- employment sector is

because they aim to escape from the over- exploited conditions in the formal sector, rather

than lack of formal jobs. This paper aims to contribute to this academic debate by exploring

the reasons for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l sectors in Shiling leather

industry of Guangzhou as one of the leading cities in PRD in China. Our research findings

include: (1)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sectors arises from the

sub- contracting strategy employed by the formal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at aim to

respond unstable global market and reduce cost and risk; (2) both the lack of labor security in

formal enterprises and the desire of the workers to have an autonomy and dignified life drive

the workers to enter the informal factories and become the casual laborers; (3) loos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enables the existence of informal sectors possible; (4)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beginning in 2008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prosperity of informal sectors. We argu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sectors in the Shiling leather industry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the consequence of the interaction of enterprises, worker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Our

findings support the neo-Marxist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s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It

is found that the functional linkage exists between the informal sectors and formal sectors.

The informal sector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cluster and

performs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global production system. Informality is not a survival

strategy to respond unemployment and poverty as what dualism argues, but is a choice for

the laborer to respond to the poor labor working in the formal sectors. Nevertheless, this

alternative choice has put them into a newly poor livelihoods situation.

Key words: informal sector; informal factory; casual laborer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earl

River Delta; Shiling Town;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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